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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與壓制：地方治理中鄉鎮權力的兩面性

⊙ 葉本乾

 

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地方治理的研究是近

年來學界一直關注的焦點。國家權力在地方治理的成敗，關鍵在鄉鎮。鄉鎮權力是中央政府權

力在農村的基礎和末梢，以鄉鎮黨政組織為載體的「鄉政」權力運行是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互

為滲透、互為影響的連接點。本文在此對鄉鎮權力的討論所做的努力只是初步的，主要不是試

圖去解決一些問題，而是試圖提出一些問題，以引起學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與爭論。

一 制度背景：人民公社到鄉鎮政權

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普遍實行了農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曾經推動這場改革的公社

幹部們很快發現，改革挖去了公社自身存在的基礎。生產隊失去了組織農民進行生產的職能，

大隊和公社也無須對農業發號施令。「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也

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克服這些弊端的傳統方法是超經濟的政治強制，是持續不斷地開展階級鬥

爭和路線鬥爭，是不遺餘力地向農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但是，經濟不會長期聽任政治的擺

佈，經濟演變的邏輯或遲或早會衝破政治的藩籬而表現出它的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徵；

社會不會長期聽憑與之不相適應的制度的控制，它或遲或早會迫使制度朝著更適合於它的發展

的方向變革。變革的導因深植於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現實之中，變革的推動力又一次來自中共中

央，變革的實施依然是鄉村政府1。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明確規定「當

前的首要任務是把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同時按鄉建立鄉黨委，並根據生產的需要和群眾的

意願逐步建立經濟組織。要儘快改變黨不管黨，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狀況。……村民委員會

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應按村民居住狀況設立。……有些以自然村為單位建立了農業合作社

等經濟組織的地方，當地群眾願意實行兩個機構一套班子，兼行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的職

能，也可同意試行」2。這就從人民公社時期的「政社合一」模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

委員會「一元化領導」模式到改革開放時期的「三位一體」（鄉鎮政府、鄉鎮黨委、鄉鎮經濟

組織）模式的過渡3。這時國家與社會個體的關係可用如下圖表示4：



這種鄉政村治在運作上與政社合一體制存在著如下區別：一，在國家政權與自治組織的關係

上，前者與後者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是指導關係；二，在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上，不

再有體制內的經濟手段和控制資源；三，在自治組織與個人的關係上，個人對自治組織並沒有

強烈的歸屬關係，村民委員會對個人的組織性是軟性的、鬆散的。

「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

合作與競爭關係……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它旨

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5。中央政府通過制度創新來劃定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界限，避免國家過多的侵入社會，以使社會自主性增強，形成「強國家強社會」二者

良性互動的格局。然而，像中國這樣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變革過程中，國家能否在堅持自主的

市民社會和契約性經濟關係正常發展的過程中抑制自主的分利集團和分利化過程的惡性發展？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利益多元化、組織多樣性迅速發展，鄉鎮政權、村莊等都是迅速成長

的自主的分利集團，都在建構自主性空間。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認為，任何國家均有

分利集團（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的存在，否則便不會有相應的集體行動；分利集團

有著特定的作用，即促進人們參加相關集體行動的利益。但在或是擴大蛋糕本身以增加集體分

享的份額或是在蛋糕本身既定的前提下著力於擴大自己的份額，這樣兩條途徑的選擇中，分利

集團通常會選擇第二條途徑。其原因很簡單：增加蛋糕並非輕而易舉，而且仍無法排除「搭便

車」，因而對於分利集團來說，選擇第二條途徑才是最優的6。分利集團往往利用自己所擁有的

社會和政治資源，阻礙技術的進步和資源的合理流動，並通過權錢交易來降低生產經營活動的

報酬。分利集團的形成是由於市場發育的程度較低，市場吸納從國家垂直控制下脫逸出來的資

源的能力遠不及享有傳統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吸納這些資源的能力，個人與政治勢力利用其擁

有的傳統政治資源取得從國家控制中脫離出來的利益，並利用這種利益進一步坐大，形成新的

勢力範圍，他們取得既得利益所花費的社會成本和代價遠遠小於自覺地運用市場機制來取得的

平均利潤。投機性、排他性和封閉性是分利集團的基本特點。

事實上，中國在對農村的新一輪的整合過程中，宗族械鬥、警匪勾結、黑社會團夥、灰色社會

群體也逐次出現；在某些地區，甚至已經出現集團性的武裝抗拒法制的團夥；「諸侯」官員的

奢糜腐敗，地方保護主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軟政權化」7現

象嚴重影響到政府對社會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很多案例表明，愈來愈多的惡勢力和黑

社會人士已經進入了地方的人大和政協，甚至是行政系統8。最近政府進行的打擊惡勢力和黑社

會運動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之嚴重，已經使人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到底是誰在統治

國家9？

二 順從與抵制：鄉鎮與上級之間的競爭性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國家權力基本上同質、同構、一體化，那麼，隨著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邁進，國家權力開始出現部門化、地方化和分利集團的出現，具體到村莊場域，國家權力的不

同層級和部門各有其不盡相同的運作方式，發揮不同的功能，其中關鍵是鄉鎮。鄉鎮是國家權

力在農村的基礎和末梢，以鄉鎮黨政組織為載體的「鄉政」權力運行是國家權力與社區權力互

為滲透、互為影響的連接點。鄉鎮權力的行動是在擴大上級權力的基礎，還是防止國家規則的

進入並擴大自己的權力？由於鄉鎮權力在順從國家統一行動的同時，抵制來自上級的管轄權，

又一方面運用國家權威對「村治」權力進行壓制並與之產生衝突。

如上所述，鄉鎮政權是具有自身利益的分利集團。它「通常是順應外部需要的方式和語言，建

構自主性空間或防衛來自外部的『管轄權』競爭方面。事實上，由於這些活動的存在，很多外

部的變遷，對於基層而言，不過是改裝了舊現實的新形式……管轄權問題的實質是推行誰的管

轄規則，以及哪一個政治單位實際上具有規則的制定和解釋權。如果一個最高權威理論上具有

最後的裁決地位，但它並不能運用這種裁決地位推行自己的規則，致力於規則及其解釋權威的

統一，它的管轄功效就頗成疑問」10。中國傳統文化中正如梁漱溟所說：理想自理想，現實自

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的文化。鄉鎮政權名義上在順從國家的意志至多也承認國家在原則上、

意識形態上、象徵性意義上的權威地位，實際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非常普遍。張

靜通過財政區域負責制下的默認的上下定稅權、默認的資源控制權如土地承包及形式上的集體

所有權的探討，得出鄉鎮權力已形成管轄權區域壟斷和抵制上級的侵入，地方權威和國家處於

事實上的上下警惕加借助的關係中的結論。現在我們只通過基層的財政收支情況來反映這一現

實，地方財政收入有三大來源：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上級政府轉移收入，來自攤派（包括鄉統

籌、村提留和集資）、收費和罰款的收入。前兩者構成地方政府預算收入。地方財政支出可以

分為三類：本地區政權機關運作所需支出（如行政支出），本地區公共事業和公益事業支出

（如文化、教育、衛生支出），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支出（如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下列表

中可以反映這些情況11：

表一：1992-1996年度浙江TD鎮財政收入情況（單位：百元）

年度 上級撥入 稅收分成 企業上繳 預算外收入 自籌資金 收入合計

1992 2567 6520 6133 2458 486 18164

1993 3030 12652 8684 3675 1144 29185

1994 7747 12789 11568 4424 5411 41939

1995 7968 13243 25499 8706 21550 76966

1996 8976 13162 17899 9065 12332 61398

資料來源：該鎮財政統計表，1997年8月

表二：1992-1996年度浙江TD鎮財政支出情況（單位：百元）

年度 合計 工資 補助 福利 保障 公務 購置 修繕 業務 其他

1992 17775 2653 2414 1089 1449 282 60 667 1144 8017

1993 28021 3129 3022 1081 1776 796 135 4544 300 13238

1994 41326 4551 4655 1764 4748 1456 590 6200 240 17122



1995 77879 5536 4696 4936 6213 867 - 4980 1476 49175

1996 60667 5123 5391 2940 3084 1380 - 3800 380 38569

資料來源：該鎮財政統計表，1997年8月

鄉鎮預算收入包括本級財政收入和上級政府的撥入，而本級財政收入主要由工商稅、企業所得

稅、契稅和農業稅構成12。我們可以看出：收入中的「上級撥入」、「稅收分成」和「企業上

繳」三項合計與支出的需要有很大缺口，這樣只有通過「預算外收入」和「自籌資金」來彌

補，收入和支出才能達到平衡。這些缺口由上級財政來彌補，在中國現實是不可能的，「中國

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總和佔GDP的比重不足15%，從中央到鄉鎮，各級政府都是捉襟見肘，幾乎沒

有什麼錢可以用來補貼下級。在中西部地區農村，鄉鎮的直接上司──縣政府絕大多數入不敷

出。它們自顧尚且不暇，不向鄉鎮伸手就謝天謝地了。即使它們有補助鄉鎮之心，也沒這個能

力。省政府面對的是嗷嗷待哺的縣級財政，連縣級財政的赤字問題都解決不了，豈有餘力補助

鄉鎮財政？中央的日子也不好過。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只有6%左右，在全球各國中是最低

的」13。所以地方財政只有靠預算外收入及其它收入即攤派、收費、罰款。在任何體制下，收

費和罰款也許都是必要的。不過收費和罰款本身不是目的，而僅僅是達到其他目的手段。因

此，在正常情況下，收費和罰款的收入在政府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微不足道。一旦收費和罰款的

收入變成了主管機關的主要收入來源，它們的性質便會產生異化：主管部門會本末倒置，把收

費和罰款本身變為目的，千方百計使收費和罰款收入最大化，即使與設置收費和罰款的本來目

的背道而馳也在所不惜。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中對此的觀察：

關於收費：「如今，財政給的錢連人都養不好，只好讓他們自己搞錢去養活自己，往往『逼良

為娼』。」14「財政養不好本該由它養活、養好的黨、政、教等龐大人員與機構，那麼只得鼓

勵他們自己去創收……有的機構創收能力強一點，有的弱一點，便引起貧富不均，相互攀比。

說實在的，有不少機構整天忙著、想著的就是如何搞錢，哪有心思與精力去做本該做的工作。

如今人們都痛恨地方黨政腐敗、貪官污吏橫行，但仔細分析起來，實在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原

因」15。「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便]容忍、甚至鼓勵各級黨政

機關、司法部門及教育事業單位自己去搞『創收』。這種導致『副業』轉化為『正業』，而

『正業』本身陷入混亂與低效。如部門集體創收不足，則導致公務人員去從事各種個人創收。

絕大多數公務人員的收入結構差不多由財政撥款、單位創收與個人創收三塊組成，且收入重心

有由前者向後者移動的傾向。一旦保證『正業』運轉的財政撥款降到次要地位，整個社會公共

事物的管理必然導致混亂與腐敗，並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16。

關於罰款：「超生罰款成為內地不少村、鄉、縣『預算外收入』的重要來源。某縣計生委按人

均10元指標分攤到各鄉鎮，並要求各鄉鎮政府預先墊付繳納。超生罰款的分配，鄉鎮留有

50%，上繳縣20%，返回村委30%。若縣按人均10元分攤，則鄉鎮必須按人均50元徵收。各鄉鎮

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鄉鎮，超生者的罰款勢必更高，征款任務勢必更重。故為了徵收

到足額的超生罰款，往往放鬆生育控制。罰款從手段成為目的，而罰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

面」17。「徵稅不足就徵費、費款不足，便用罰款。徵稅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一財政收入，名目

繁多的費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收入，甚至罰款（尤其是計劃生育罰款）差不多成為第三財

政之源。此起彼伏的集體上訪上告，甚至發展到小股農民騷動，差不多皆根源於此」18。

這些收費和罰款，就上級政府而言，尤其中央政府而言，由於資訊成本太高，有效監督各類收

費和罰款是完全不可能的。全國有四萬五千個鄉鎮，幾十萬個鄉鎮政府機構，近七十五萬行政



村，它們對本地居民的收費和罰款種類加在一起必定是一個天文數字，行政能力再強的中央政

府也不可能對下面的一舉一動瞭若指掌。由此看出，鄉鎮政權是具有明確目標和利益的主動

者，對上級或明或暗地進行抵制並與之展開競爭。

三 壓制與自治：「鄉政」與「村治」之間關係的困境

80年代以後，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鄉政管理與村民自治的二

元並存。在管理體制中便存在兩種相對獨立的權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具體表現為在

党的政治領導下的鄉政府行政管理權（「鄉政」），其功能是將國家行政管理傳遞到農村社

會。鄉鎮工作人員領取國家薪金，並對上級政府負責；二是蘊含於農村社會之中的村民自治權

（「村治」），其功能是在國家有關法律的範圍，通過村民共約等方式對社區加以自我管理。

村民自治組織的領導人由村民選舉產生，並對村民負責，村民對其提供一定經濟補貼。因此，

村民自治權直接來源於農村社會本身19。《村組法》明確規定了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工作

上的指導與被指導、協助與被協助的關係，彭真強調：「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

不是基層政權的『腿』」，「『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這樣就會把它壓垮」20。這種關

係的確認和維持無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規範運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現實中「鄉政」與

「村治」特別是村委會的關係（簡稱「鄉村關係」）又存在著不規範、不協調甚至相衝突的一

面，這集中表現為現階段法定的鄉村指導關係在相當程度上還帶有行政領導關係的色彩，只是

表現形式呈現出多樣化21：

一是行政命令性指導。其特點是村級治理中的領導人、財政等主要因素均由鄉鎮所控制，法定

的鄉村指導關係被虛置，鄉村關係實際上成為領導與被領導即命令-服從關係，村級治理功能

主要是被動地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務。

二是控制影響性指導。其特點是鄉鎮部分控制著村領導人的決定等，並通過分配社會價值等方

式影響村務決策與管理，實施對村級治理的領導。但是，村級治理在本村公共事務管理方面尚

有許多自主空間，在這一空間裏，鄉鎮只是提出指導性意見。

三是影響性指導。其特點是鄉與村的事權劃分較為明確，除了必須完成的政府任務外，村級事

務基本上由本村決定，鄉鎮通過一定方式影響村級治理，但一般不實施強制命令。在村民自治

運作較為規範的村，其鄉村關係大多屬於這一類型。

四是無力性指導。其特點是鄉鎮除了一般性地履行政務職務職能外，缺乏影響村級治理的力

量，法定的鄉村指導關係由於村級力量過於強大而被虛置，村在村級治理中佔絕對主導地位，

在許多方面甚至可以超出鄉鎮普適性管理架構。鄉鎮在某些方面需要依賴於村，從而出現鄉村

關係的「倒掛」。這類關係在經濟政治實力過於強大的所謂「超級村莊」較為多見。

許多學者對鄉村關係矛盾的現狀及其根源進行了探討，鄉村關係的現狀取決於國家與鄉村社會

關係的現狀，其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主要是政治體制和財政方面22：榮敬本等學

者將中國現行的縣鄉體制概括為一種「壓力型體制」，其最主要特徵是將各種經濟發展任務和

財稅利潤指標從縣級分解到鄉鎮，再到村甚至每個農戶，在「壓力型體制」的政治架構下，各

種經濟任務和行政事務最終由鄉鎮一級承擔，鄉鎮一方面不斷擴充機構編制和人員，另一方面

將這些事政和財政負擔千方百計轉嫁到村一級和農民身上，這成為鄉村關係失衡的一個重要因

素；徐勇和黃輝祥分析了「鄉政村治」格局中基層政權向村治滲透的多種方式中的一種-目標



責任制的運作、實際績效和若干缺陷，認為這種行政化的權力運作，使得鄉鎮政權在鄉村治理

中佔有支配性的地位；金太軍和施叢美指出，鄉村關係矛盾的加劇是由於規範化的制度供給短

缺、鄉鎮政府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與其所負擔的職能定位以及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和

事實上的行政組織雙重角色的失衡；王敬堯注意到當前農村政策運行中鄉村幹部的暗行為及其

影響，認為這種鄉村幹部暗行為使制度目標與結果發生了嚴重偏離、加劇鄉村關係緊張；有的

學者認為自1994年分稅制實行以來，中央的宏觀財政調控能力得到加強，而地方特別是基層政

府的稅收收入不斷被削弱，鄉鎮一級的財政壓力日益加重，在邏輯上和事實上只能將財政壓力

分解到村莊的各家各戶，無形中造成和加劇了鄉村之間關係的緊張及其目前一些農村地區已經

形成了基層政府與廣大農民之間徵收與反徵收的全面對抗局面。

國家行政系統（「鄉政」）一般並不直接面對農戶和農民個體，而且通過村一級的基層自治組

織去延伸政府的行政功能。這樣村民委員會就不僅是一般的群眾自治組織，它在實際上扮演著

既辦理政府事務，又辦理村民事務的雙重角色，承擔著延伸國家行政權力和行使村民自治權力

的雙重功能。而村的領導者和管理者，「既要扮演完成國家和政府任務的『代理人』角色，更

要扮演管理本村事務，為村民提供的『當家人』角色」23。顯而易見，國家行政管理能力與村

民自治權力之間不可能總是和諧共處的，它們難免會有矛盾的時候。目前的情況是，一方面，

中央政府和地方基層政府都有強化對農村基層的行政滲透的需求，這在根本上是由中國正處於

現代化的轉型階段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為了擴大基層政治民主化，又通制定法律和

法規，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導來推行村民自治。這樣在現實中，就形成了一

對相互矛盾的邏輯。由於基層的鄉鎮政府從其自身利益出發考慮往往不願接受村民自治，而與

分散的農民相比其又處於絕對強勢地位，因而在「鄉政村治」的實際運行中，行政管理的權力

往往淩架于自治的權力之上；而在某些地方或某些特殊情形下（如「徵糧、罰款、刮宮、引

產」等），當村民自治權過分膨脹時，國家正當的行政管理又可能會被棄置不顧，那麼政務就

可能得不到有效的執行。「鄉政」與「村治」二者的博弈，凸顯二者之間關係的張力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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